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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东西 部 经 济 发 展 程 度 的 差 异 性，以 及 政 府 重 力 治 理 东 部 雾 霾 政

策，中国环境污染状况可能出现变化。在ＡＣＴ模型框架下，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的

相关数据，检验 “世界—中国”和 “东部—西部”两种经济活动转移过程中的环境

污染机制，结果表明：对中国来说，前者引致的环境污染正在减弱，而后者引致的

环境污染不仅 存 在，而 且 对 于 西 部 地 区 来 说，其 环 境 污 染 转 移 弹 性 高 于 前 者。因

此，新一轮以环境治理为标的引致的东西部经济转移过程，可能加速东西部的污染

转移。在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设计政策工具，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避免西部重蹈东部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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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的集中出现 （全国大面积雾霾），似乎预示着我国环境问

题 （尤其是东部的环境污染）进入了某种 “临界阶段”。国务院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２日发

布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表明，① 由雾霾引发的新一轮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设计的

具体抓手，是控制东部能源 （煤炭）消费，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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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研究得到新华都商学院低碳发展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１２＆ＺＤ０５９）、能源

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Ｇ－１３０５－１８２５７）和教育部重大项目 （１０ＪＢＧ０１３）的资助。
该计划要求到２０１７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降到６５％以下。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开发利用

地热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ＰＭ２．５是形成雾霾的直接内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尘又是形成ＰＭ２．５的重要污

染物。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尘的排放，绝大部分来自于煤炭消费。



该计划将以环境容量为标的，引导高耗能经济活动向中西部转移。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环境保护部与全国３１个省 （区、市）签署 《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从其实施

细则与目标看，作为一项环 境 政 策，在 特 定 的 发 展 阶 段，东 部 地 区 （包 括 京 津 冀）

环境治理背景下的高耗能经济活动转移，可能使环境污染向西部转移。因为，目前

东部的环境治理措施，主要针对能源消耗和能源结构，更简单地说，就是减少东部

煤炭消费；而西部省份的能源强度政策权衡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在目标设定上

留有余地。东部的环境治理、西部的能源开发和产业调整是否会导致环境污染梯度

转移和污染范围扩大？东部环境治理如何兼顾西部环境污染控制？这些都是我国目

前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政策急需探索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通过国际贸易等形式向中国传导 （简称为 “世界—中国”

经济转移过程），这一过程帮助中国实现了发展初期最为稀缺的资金、管理与技术的

初始积累，但与之伴随的是经济开放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

变化，这一转移过程面临的空间上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强。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内生性增长与向内部寻找发展空间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东部经济通过

区域贸易等形式向西部传导 （简称为 “东部—西部”经济转移过程）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而现有的环境政策，是建立在 “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基础之上的，如

果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污染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相应的政策设计，西部可能重蹈东部环境污染的覆辙。因此，探究经济发展模式引

致的环境污染作用机制的阶段性特征，进而前瞻性地选择环境政策方向，并进行相

应的政策设计，成为一个迫切 需 要 研 究 的 重 要 课 题。本 文 即 对 此 展 开 研 究 和 分 析，

并且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环境污染：一个文献综述

对于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国内外学者主要将其归因于生产要

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刘瑞翔、安同良提出，１９８７—２００７年间中国经济

的依存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经历了从 “内需依存型”向 “出口导向型”的转变。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产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正是在开放导向的经济增

长路径中，通过全球化释放的正的需求效应实现的。在这样一种增长过程中，生产

要素的大量投入带动了资源能源的消费。陈诗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总体

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能源和资本仍是技术进步

以外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②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者在国外经典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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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翔、安同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转换展望》，《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陈诗一：《中国的绿色工业革命：基 于 环 境 全 要 素 生产率视角的解释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基础上，将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宏观开放的框架下加以分析。①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对环境的影响时，建立了分析经济

开放的环境效应的理论框架。②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和Ｔａｙｌｏｒ建立了南北贸易模型，对贸易与

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 了 理 论 分 析。③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Ｃｏｐｅｌａｎｄ和Ｔａｙｌｏｒ开创性地推导出

一个可以将经济开放的环境效应分解成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理论模型，

即ＡＣＴ模型，并运用４４个国家１９７１—１９９６年的数据，以二氧化硫浓度作为环境污染

指标，对其进行了验证。④ 盛斌、吕越在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因

素，将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

机制，并使用中国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３６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ＦＤＩ进入程度与污染

排放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⑤ 张友国运用１９８７—２００６年的可比价格投入产出表，计

算了中国贸易增长的能源环境代价，指出贸易对中国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不断增

强是伴随着中国贸易的快速增长而来的，这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发生重大转变之前

是不可避免的。⑥ 彭水军、刘 安 平 基 于 一 个 开 放 经 济 系 统 的 环 境 投 入—产 出 模 型，

利用中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以及环境污染数据，测算了主要污染物进

出口含污量和污染贸易条件，衡量对外贸易对中国环境的整体影响和相对影响。⑦

总体来看，已有就中国开放过程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并未得出一 致 性 的 结 论。

但从研究样本区间上却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样本区间越早，结论越乐观。这预

示着，开放经济下的环境问题具有阶段性特征。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任何环境政策

都具有时效性，当条件变化时，它们可能会部分甚至全部失效，因此，对于阶段性

特征的把握尤为重要。⑧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环境的关系，国内学界已展开了相关研 究，

蔡昉等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碳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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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① 韩玉军、陆旸以１０８个国家和地区作

为横截面数据，对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多个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② 林伯

强、蒋竺均从化石能源消耗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及其对应的

收入阶段，并结合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碳排放变

化的原因。③ 张友国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１９８７—２００７年经济发

展方式变化对中国ＧＤＰ碳排放强度的影响。④ 但总体来讲，上述研究并未从宏观开

放的角度对阶段性特征展开深入分析。而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国际形势的转

变，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区域间环境污染的空间特征将会尤为突出。林

伯强、黄光晓认为，我国区域碳排放存在着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特征，不仅在碳生

产效率方面，而且在碳排放增量上，表现出京津沪—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

北地区—西南地区的分布状况。⑤ 邵帅、齐中英基于 “资源诅咒”假说，分析了西

部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但并未进一步分析其对环

境污染的影响。⑥

从现有文献看，开放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环境污染研究存在两个不足。

一是，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污染传导机制的影响，而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可以在宏观开放的背景下进一步展开研究；二是，目前几乎所有的文献

对于开放环境下的污染传导的研究对象均为 “世界—中国”，我国 “东部—西部”经

济转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污染传导检验，并未引起关注，而这将是未来中国环境面

临的最紧迫问题。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在 ＡＣＴ模型框架下，探讨我国经

济开放过程中 “贸易引致型”环境污染的阶段性特征；⑦ 第四部分，在该模型框架

下，引入省际间经济联系，探讨我国东西部省份之间的污染传导特征；第五部分为

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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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放过程中 “贸易引致型”环境污染的阶段性特征

（一）理论模型

根据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等构造的模型 （ＡＣＴ模型），考虑一个小 的 开 放 经 济，使 用 资

本Ｋ和劳动Ｌ两种要素，生产Ｘ和Ｙ两种最终商品。① Ｘ为产生污染的资本密集型

产品，Ｙ为不产生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假定商品Ｘ的相对价格为ｐ。由于存在

国际贸易壁垒，经济体内商品Ｘ的价格ｐ不同于其世界价格ｐｗ，可以表示为：

　　ｐ＝βｐ
ｗ （１）

β表示经济体的国际贸易开放程度。如果该国进口Ｘ，则β＞１；若该国出口Ｘ，

则β＜１。β偏离１的程度越大表示该国的国际贸易开放度越低。

污染物ｚ为生产Ｘ的副产品，可以通过治理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用表示厂

商治理污染的投入，ｅ（）为每单位Ｘ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同时，假定经济体的

总产出为Ｓ，其中产品Ｘ的份额用φ表示。从而可以将污染排放量分解为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ｚ＝^Ｓ＋^φ＋^ｅ （２）

其中上标＾表示百分比变动。第一项代表规模效应，表示在行业比重和生产技

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变动带来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第二项代表结构

效应，表示经济中污染密集型产品Ｘ份额的增加，将增加污染物排放。第三项表示

技术效应，表示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污染程度的增加，也将增加污染物排放。

同时考虑污染排放物的供给和需求方程，得到将污染排放量用一些经济变量表

示的简单形式：

　　^ｚ＝π１^Ｓ＋π２^ｋ－π３^Ｉ＋π４^β＋π５^ｐ
ｗ－π６^Ｔ （３）

其中，ｋ为资本富 集 度 （资 本 劳 动 比），Ｉ为 实 际 人 均 收 入，Ｔ表 示 经 济 体 类

型。② （３）式中所有的πｉ均为正。π４＞０表示：对于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Ｘ的经济

体，随着国际贸易开放度的增加，^β＞０，因此ｚ^＞０，表示贸易开放将增加污染物的

排放；相反，对于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Ｘ的经济体，贸易的开放意味着β^＜０，则会

降低污染物的排放。这种效应被称为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

具体而言，对一个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Ｘ的经济体来说，贸易开放度增加带来

的商品Ｘ的价格上涨，造成生产Ｘ的行业的份额增加，同时也使治理污染的成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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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从而使产生污染的行业污染更严重。这两个因素增加了该经济体污染排放的需

求。同时，由于Ｘ价格上涨的替代效应，政府增加排污税率，从而减少污染排放的

供给。但是，由于需求侧的效应大于供给侧的替代效应，总的污染排放量增加。反

之，对于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经济体而言，这种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将降低污染

物的排放。

由 （３）式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不仅包括直接影响，

还应该包括通过影响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带来的对污染排放的间接影响。将 （３）式

对β求导，可以将贸易开放程度影响污染排放的总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

应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三部分：

　　
ｄｚ
ｄβ
β
ｚ＝π１

ｄＳ
ｄβ
β
Ｓ－π３

ｄＩ
ｄβ
β
Ｉ＋π４

（４）

可以看出，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并不相同，取

决于经济体的经济特征和比较优势。在 ＡＣＴ模型中，比较优势是相对要素富集度

和相对人均收入的函数。令 Ψ表示衡量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影响的偏效应的函数，

则可以写成 Ψ＝Ψ （ｋｉ，ｌｉ），其中，ｋｉ 为经济体ｉ相对世界平均的人均资本量，反

映了经济体要素禀赋情况，ｌｉ为经济体ｉ相对世界平均的实际收入，影响经济体的环

境规制强度。由于具体的影响形式未知，模型采用该方程的二阶Ｔａｙｌｏｒ展式来近似

估计，即：

　　Ψ≈ψ０＋ψ１ｋｉ＋ψ２ｋ
２
ｉ＋ψ３ｌｉ＋ψ４ｌ　

２
ｉ＋ψ５ｋｉｌｉ （５）

ＡＣＴ模型采用 （５）式与贸易开放度的交叉项，捕捉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将

经济体比较优势的来源，解释为要素禀赋效应和污染避风港效应。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选取

本文在ＡＣＴ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的数据情况，主要根据 （３）式构造了如

下计量模型：

　　Ｅｉｔ＝α０＋α１Ｉｉ，ｔ－１＋α２ＫＬｉｔ＋α３ （ＫＬｉｔ）２＋α４Ｏｉｔ＋α５ＯｉｔＲＫＬｉｔ

　　　＋α６Ｏｉｔ （ＲＫＬｉｔ）２＋α７ＯｉｔＲＩｉｔ＋α８Ｏｉｔ （ＲＩｉｔ）２＋α９ＯｉｔＲＫＬｉｔＲＩｉｔ＋εｉｔ
（６）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世

界发展指数 ＷＤＩ等。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 “世界—中国”与 “东部—西部”的

经济转移过程中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选择的研究时期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大量

文献已经证明，改革开放初期 “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处于相对主导地位，因

此我们选择较近的时间窗口，以考察相应的阶段性特征。

１．Ｅｉｔ 表示人均污染排放总量，本文采用各省二氧化硫排放量代表环境污染的水

平。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是我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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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的主要形式。鉴于二氧化硫排放可能对环境和健康造成的严重后果，我国政府

将其列为计划减排目标中的主要污染物指标之一，加之二氧化硫排放数据的可获得性

和高质量，用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我国环境污染水平是恰当的。①

２．Ｉｉｔ－１ 表示真实人均收入的一期滞后项，用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年末总人

口数得到。在ＡＣＴ模型原文中，用ＧＤＰ／ｋｍ２ 来捕捉影响污染物排放的规模效应，

而使用人均收入的一阶滞后项，表示环境规制的强度，从而捕捉影响污染物排放的

技术效应。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污染物的排放量而不是 ＡＣＴ原模型中的污染

物浓度，ＧＤＰ／ｋｍ２ 不再能捕捉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规模效应 和 技 术 效 应 需

同时通过人均ＧＤＰ来衡量，无法分离。② 因此，本文使用人均ＧＤＰ来捕捉规模效

应和技术效应的合效应。

３．ＫＬｉｔ 表示资本劳动比，用于衡量经济结构。资本—劳动比率 （即人均资本存

量）的提高，将导致资本密集型部门产出的提高，从而增加污染排放。由于资本积

累的边际效应递减，所以在模型中加入其平方项。资本劳动比用资本存量除以年末

就业人数得到。其中，各省的资本存量数据，根据张军等的方法计算。③

４．Ｏｉｔ 表示外贸依存度，用于衡量经济开放的程度。本文采用较为通用的经济开

放的衡量指标，即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外贸依存度。

５．ＲＫＬｉｔ 表示相对于世界的资本劳动比，用于衡量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

用本国各省市的资本与劳动的比例除以世界的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得到相对于世界

的资本劳动比。世界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考Ｃａｓｅｌｌｉ和Ｆｅｙｒｅｒ，以１９７０年为基期，

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④ 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６．ＲＩｉｔ 表示相对于世界的人均收入，用于衡量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本文用本

国各省市的真实人均收入水平除以世界的真实人均收入水平计算得到相对世界的人

均收入水平。

７．ＯｉｔＲＫＬｉｔ 为贸易强度与该经济体相对资本劳动比的交叉项。ＯｉｔＲＩｉｔ 为贸易依

存度与该经济体相对收入的交叉项。ＯｉｔＲＫＬｉｔＲＩｉｔ 则表示贸易强度、相对资本劳 动

比和相对收入三者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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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包括贸易开放程度和比较优势的共同作用。彭水军

等引入贸易开放度与多种虚拟变量的交叉项，识别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模式的比较

优势来源，即考察要素禀赋效应和污染避风港效应的相互作用对贸易引致的结构效

应的影响。① 根据 （５）式，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 （ＴＣ）可以表示为：

　　ＴＣｉｔ＝ψ０Ｏｉｔ＋ψ１ＯｉｔＲＫＬｉｔ＋ψ２Ｏｉｔ （ＲＫＬｉｔ）
２＋ψ３ＯｉｔＲＩｉｔ＋ψ４Ｏｉｔ （ＲＩｉｔ）

２

　　　　＋ψ５ＯｉｔＲＫＬｉｔＲＩｉｔ （７）

根据要素禀赋效应，预期ψ１＜０，ψ２＞０；而根据污染避风港效应，预期ψ３＞０，

ψ４＜０。

本文需要对经济开发过程中，贸易引致型的环境污染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测度，进

而回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外贸引致型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否已经发生改变？传统上

对ＡＣＴ模型的处理，可以通过增加人均收入的二次项，刻画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直

接的非线性关系，但此方法无法描述ＡＣＴ模型中，经济发展变量阶段性影响效应的

变化，而且无法直接给出分组的门槛值，无从进一步分析贸易引致型污染的非线性特

征，需要引入其他方法。Ｈａｎｓｅｎ利用非动态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自举法对门限效应显

著性进行假设检验，构建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ＰＴＲ）。②

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提供的方法，考虑如下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

　　ｙｉｔ＝μｉ＋β
′
１ｘｉｔ·Ｉ（ｑｉｔ≤γ）＋β

′
２ｘｉｔ·Ｉ（ｑｉｔ＞γ）＋ω′ｚｉｔ＋εｉｔ

其中，ｑｉｔ 为门限变量 （可以是解释变量的一部分），γ为 待 估 计 的 门 限 值，ｘｉｔ
为核心变量，即模型重点考察的在不同门限区间内，对因变量的影响发生变化的解

释变量，ｚｉｔ 为其他控制变量，扰动项εｉｔ 独立同分布。要求解释变量ｘｉｔ 和ｚｉｔ 为外生

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

结合计量方程 （６）的设定，本文的核心变量为人均收入，其余为控制变量，则

最终包含门限效应的计量方程为：

　　Ｅｉｔ＝α０＋β１Ｉｉｔ－１·Ｉ（ｑｉｔ≤γ）＋β２Ｉｉｔ－１·Ｉ（ｑｉｔ＞γ）＋α２ＫＬｉｔ
　　　＋α３ （ＫＬｉｔ）２＋α４Ｏｉｔ＋α５ＯｉｔＲＫＬｉｔ＋α６Ｏｉｔ （ＲＫＬｉｔ）２＋α７ＯｉｔＲＩｉｔ

　　　＋α８Ｏｉｔ （ＲＩｉｔ）２＋α９ＯｉｔＲＫＬｉｔＲＩｉｔ＋μｉ＋εｉｔ （８）

对该模型估 计 采 用 面 板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方 法，计 算 平 均 值 消 除 个 体 固 定 效 应 值

μｉ，可 以 获 取 其 残 差 平 方 和 ＳＳＲ （γ），则 其 门 限 估 计 值 为：γ^＝ａｒｇｍｉｎ ［ＳＳＲ

（γ）］，一旦确定了门限估计值γ^，参数βｉ （ｉ＝１，２）也可以确定。得到参数估计值

之后，对于是否存在 “门限效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可以检验原假设：Ｈ０∶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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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２。如果原假设成立，则不存在门限效应。令ＳＳＲ表示原假设下的残差平方和，如

果 ［ＳＳＲ－ＳＳＲ （^γ）］越大，则越倾向于拒绝原假设。

Ｈａｎｓｅｎ提出使用以下似然比检验统计量：①

　　ＬＲ＝ ［ＳＳＲ－ＳＳＲ （^γ）］／^σ２

其中，^σ２＝ＳＳＲ （^γ）／ｎ （Ｔ－１）为对扰动项方差的一致估计。由于在原假设成

立的情况下，γ的取值对模型没有影响，故参数γ不可识别。因此，统计量ＬＲ的

渐进分布不是标准的χ
２ 分布，只能用自举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得到其临界值。如果统计

量超过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表明只存在一个门限值。

引入本文关心的人均收入与产业结构两个经济发展阶段指标作为门限变量，根

据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将样本内生分为两组，分别对子样本组进行回归。从经济发

展的角度来说，收入水平与产业结构是衡量其阶段性最为核心的两个指标，上述指

标在经济体发展不同阶段均体现出显著的特征。

模型在５％的水平下，均拒绝了存在两个门限值的假设。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国际贸易环境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无门限的固定效应

模型１
门限变量人均收入

模型２ （Ｉｎｃｏｍｅ）
门限变量产业结构

模型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人均收入Ｉ（区制１）

人均收入Ｉ（区制２）
１．９０１

１２．３８１＊＊＊ －５．３３７＊＊

２．９３９＊＊＊ ２．５１４＊

资本劳动比Ｋ／Ｌ　 ４．７９９＊＊ ５．７９６＊＊＊ ３．３８９＊＊

资本劳动比平方 （Ｋ／Ｌ）２ －０．１９７＊＊ －０．２４８＊＊＊ －０．０４９
贸易依存度 （Ｏ） ３２．２５３　 ２６．２５２＊ ２５．２２１

交叉项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Ｋ／Ｌ　 １９３．７８９　 １９８．８７２＊＊＊ １９０．１９７＊＊＊

交叉项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Ｋ／Ｌ）２ －１５２．４３４ －１５５．２８６＊＊＊ －１７０．５１１＊＊＊

交叉项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 －６５．０８８ －２．７５３ －９．９７８
交叉项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２ －３９８．９４６ －５４０．６１３＊＊ －４８２．２３７＊＊

门限效应检验

Ｈ０：无门限效应 —

Ｈ０：１个门限 —

门限值 —

２４．５５７４　 １０．７５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２．２８３３　 ３．９３２３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５）

１．６０１ （万元，２０００年不变价） ３８．９０％

　　　注：＊＊＊、＊＊、＊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１给出了分别以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为门限变量的门限回归，以及与此对照

的无门限的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模型１是不考虑门限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在该

模型中，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由于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

时反映了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在整个样本空间内这两种效应可能相互抵消，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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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捕捉。因此，考虑用门限模型，将样本按不同的门限变量进行分组之后，再衡

量人均收入的影响。模型２以收入水平作为门限变量，对原模型进行估计。模型估

计结果显示，在两个区制内的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均为正，即规模效应对污

染排放的正效应，大于技术效应对排放的负效应。但是，当人均收入低于门限值时，

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的正影响，大于其高于门限值时对环境污染的正影响。可以看

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其对环境污染的技术效应 （负效应），虽然仍未超过规模

效应而占据主导，但已经开始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模型３采用产业结构，作为门限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第二产业占比较

低的区制内，人均收入的增加会减少环境污染，即技术效应占主导地位；在第二产

业占比较高的区制内，人均收入的规模效应将抵消技术效应，从而表现为人均收入

的增加带来更多的污染排放。这一方面是由于第二产业占比高表示人均收入的增加

大部分要归因于第二产业的规模增长，而第二产业相比其他产业会带来更多的排放；

另一方面，考虑到本文的样本期限，从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省份由于

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占比开始下降，根据基本的理论模型，经济发达地

区人均收入的技术效应将大于其规模效应。

在这三个模型中，资本劳动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均为正，模型１和２中，其二

次项为负，体现了资本积累的边际效应递减。这种正向影响反映了污染排放的结构

效应，即要素禀赋对环境污染的总体效应。

由于模型结果关于贸易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并不直观，下面根据模型２的结

果，进一步量化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按不同的收入阶段，分析贸

易开放程度对我国环境的总体效应。表２报告了基于模型２的规模和技术效应弹性、

结构效应弹性以及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弹性。

表２　不同区制下弹性的估计结果

区　制 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 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

低收入阶段 ０．１３９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３

高收入阶段 ０．１０８　 ０．２２６　 ０．０４１

可以看出，经济开放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一方面，贸易引致的结构

效应为正，说明贸易使我国生产并出口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从而增加污染排放；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开放扩大了我国的经济规模，提高了收入水平，通过规模效应

（正向）和技术效应 （负向）的共同作用，也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

通过比较高收入阶段和低收入阶段的各种弹性，可以看出，在高收入阶段，不

论是规模与技术弹性，还是贸易引致的结构弹性，都小于低收入阶段。尤其是从贸

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来看，在低收入阶段，贸易开放度增加１％，将带来污染排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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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０．１４３％，而到高收入阶段，弹性下降了７１．３％。模型２的检验得到唯一的门限

值为１６０１０元 （２０００年不变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门槛对于大部分中国

省区来说，并不 难 跨 越，２０１１年 的 数 据 显 示，大 部 分 省 份 已 经 或 即 将 跨 过 这 一 门

槛。① 而跨过这一门槛意味着，由 “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中国际贸易关系引

致的环境污染影响会明显减小。

四、东部与西部之间环境污染的省际转移

上一节分析了经济开放过程中 “贸易引致型”环境污染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经

济的稳定高速增长，中国正逐步跨过这一发展门槛。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的转变，东西部之间的环境污染转移问题凸显。我国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异，

类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 间 的 差 距。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遵 循 贸 易 的 基 本 规 律，

东部高耗能产业和污染产业将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严格的东部环境污染治理会加

速这一过程。西部有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充足的资源、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 格，

而且中西部的环境成本和人口密度要远低于东部。因此，即使是政府有意识地在政

策上对高耗能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进行抑制或者管理，也无法改变市场资源配置作

用下的基本发展趋势。

事实似乎也证明西部正在加速污染。根据各省公 布 的２０１３年ＧＤＰ预 期 增 速，

西部地区的ＧＤＰ预期增速普遍高于中、东部。西部地区的增长将主要以基础设施建

设和资源 （能源）输出为特征，所以西部ＧＤＰ增速和环境污染很可能同步。

因此迫切需要研究近十年中国中、西部省份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强过

程与环境污染省际转移过程的关系。与 “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中国际贸易引

致型污染传导的过程相类 似，ＡＣＴ模 型 所 刻 画 的 机 制 分 析 同 样 适 用 于 “东 部—西

部”经济转移过程的污染传导。② 因此，本节仍然在 ＡＣＴ模型的框架 下 研 究 该 问

题。其中，原方程中的中国与世界的相对资本劳动比以及相对收入，其总体单位相

应地变换为中、西部省份与东 部 沿 海 省 份。使 用 该 模 型 刻 画 本 文 所 要 研 究 的 问 题，

难点在于东部与西部省份之间的国内贸易关系如何度量。

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较少，Ｐｏｎｃｅｔ、行伟波和李善同、徐现祥和李郇分别采用

了投入产出表、金税工程数据与省际铁路货运量，刻画省际贸易这一省际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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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折算的人均ＧＤＰ计，２０１１年我国仅有贵州、云南、甘肃、广西、安

徽５个省区未跨过这一门槛。
从现有的理论进展看，ＡＣＴ模型的框架在分析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引致型污染传导方面

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当然也可以从东部对中西部的投资、产业转移等角度展开研究，
这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加强的过程。① 由于所需数据为面板数据，且需要测度单一中、西部省份与东部沿

海的经济联系，因此，我们通过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国家铁路行政区域间货物交流数据构

建了省际贸易指标Ｔ （见图１）。图１显示，近十年来，以国内贸易体现的省际经济

联系在不断加强，铁路货运反映了大宗商品在东西部之间的流通。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中国中西部省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程度

　　　注：由于山西和内蒙古以铁路货运测度的省际贸易的绝对值较大，为使表述更为清晰，未在图中反映。

我们选择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对样本进行区域估计，以考

察国内 “东—西”部贸易对西部省份环境的影响。静态模型设定为：

　　Ｅｋｔ＝α０＋α１ＫＬｋｔ＋α２ （ＫＬｋｔ）２＋α３Ｉｋｔ＋α４ （Ｉｋｔ）２＋α５Ｔｋｔ＋α６ＴｋｔＮＫＬｋｔ

　　　＋α７Ｔｋｔ （ＮＫＬｋｔ）２＋α８ＴｋｔＮＩｋｔ＋α９Ｔｋｔ （ＮＩｋｔ）２＋εｋｔ （９）

其中，Ｅｋｔ 表示西部各省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Ｔｋｔ 表示省区间的经济联系，即

用该省与东部沿海省的铁路货运总量表示；ＮＫＬｋｔ 为中西部省份相对于全国的资本

劳动比，用以测度污染传导的要素禀赋效应；ＮＩｋｔ 为相对于全国的收入水平，用以

衡量污染传导的 “污染天堂”效应。

由于经济变量本身可能具有一定的惯性，本文参考李锴、齐绍洲的做法，引入

动态模型，以 更 好 地 控 制 各 地 区 污 染 排 放 可 能 存 在 的 滞 后 效 应。② 根 据 静 态 模 型

（９），本文设定的动态模型为：

　　Ｅｋｔ＝α０＋α１ＫＬｋｔ＋α２ （ＫＬｋｔ）２＋α３Ｉｋｔ＋α４ （Ｉｋｔ）２＋α５Ｔｋｔ＋α６ＴｋｔＮＫＬｋ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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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１－２１；行伟波、李善同：《本地偏好、边界效

应与市场一体化———基于中国地区间增值税流动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徐现祥、李郇：《中国省际贸易模式：基于铁路货运的研究》，《世界经

济》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李锴、齐绍洲：《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α７Ｔｋｔ （ＮＫＬｋｔ）２＋α８ＴｋｔＮＩｋｔ＋α９Ｔｋｔ （ＮＩｋｔ）２＋γＥｋｔ－１＋εｋｔ （１０）

在静态模型 （９）中，二氧化硫的排放与国内 “东—西”部贸易之间的关系有内

生性问题的存在，并且在该模型中不再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因此需要使用工具变

量来解决。本文采用省区间经济联系的滞后项作为该模型的工具变量。

在动态模型 （１０）中，由于解释变量与扰动项相关，一般的组内估计量 （固定

效应估计）也是不一致的。Ａｒｅｌｌａｎｏ和Ｂｏｎｄ对一阶差分消除个体效应后的动态面

板模型，使用所有可能的滞后因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对差分后模型进行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即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估计 量”，也 被 称 为 “差 分ＧＭＭ”。① 本 文 采 用 差 分

ＧＭＭ的方法，将省区间经济联系作为内生变量，采用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动态面

板模型的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估计。表３报告了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的结果。

表３　东西部环境污染省际转移的模型估计结果

静态模型 动态模型

（ａ）ＦＥ （ｂ）ＩＶ－ＦＥ （ｃ）ＩＶ－ＦＥ （ｄ）差分ＧＭＭ （ｅ）差分ＧＭＭ
ＫＬ　 ５．１００７　 ２２．８９８３　 １０．０２３９＊ １６．５２４８＊ ５．２２５８
ＫＬ２ －１．７８２９ －５．０５８３ －３．０３３３＊＊

Ｉ　 ７０．８４０１＊＊＊ １２３．８４２３＊＊ ６３．６５１１＊＊＊ ４４．９０６１＊＊ ３．１２６０＊

Ｉ２ －２５．４０６＊＊＊ －４１．８０２２＊＊ －２６．４５４４＊＊＊ －１４．４９５９＊＊＊ －２．３２９９
Ｔ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２４＊＊＊

Ｔ·ＮＫＬ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１２１＊＊＊

Ｔ· （ＮＫＬ）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３＊＊＊

Ｔ·ＮＩ －０．００８２　 ０．１７３６　 ０．１９６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２４
Ｔ· （ＮＩ）２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６８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１＊＊＊

Ｅ （－１） － － － ０．６６６０＊＊＊ ０．６６５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６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８０　 １８０
Ｆ－ｖａｌｕｅ　 １０９．７８＊＊＊ ５２．３３＊＊＊ ５１．３７＊＊＊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ｐ值） １．００００ －
ＡＲ１（ｐ值） ０．０９４６ －
ＡＲ２（ｐ值） ０．４９３８ －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 （ｅ）的估计存在严重问题，常数项被

省略，因此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和自相关检验无法进行。

在静态模型中，模型 （ａ）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直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

计，模型中资本劳动比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不显著，这与理论及常识并不相符。模型

（ｂ）在模型 （ａ）的基础上，采用省区间的贸易联系，作为工具变量对原面板模型进

行估计。结果发现，虽然资本劳动比和人均收入的系数均与预期一致，但是资本劳

动比的系数仍不显著。模型 （ｃ）在 （ｂ）中 不 再 考 虑 资 本 劳 动 比 的 二 次 项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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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与预期一致且显著的结果。

模型 （ｄ）和 （ｅ）估计了动态模型 （１０），进一步将二氧化硫排放量的一阶滞后

项纳入分析。结果显示，上期二氧化硫排放对本期排放有显著为正的影响。两个模

型的区别仅在于，是否考虑资本劳动比的二次项的影响。差分ＧＭＭ方法要求εｋｔ 不

存在自相关，因此需要对扰动项进行自相关检验。可以通过检验扰动项的差分是否

存在一阶或二阶自相关，检验扰动项是否存在自相关。上表中ＡＲ１和ＡＲ２分别表

示扰动项差分的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验，如果拒绝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能拒绝

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则说明扰动项εｋｔ 不存在自相关，可以使用差分ＧＭＭ方法。由

于模型的估计使用了较多的工具变量，需要对所使用的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

来判断其是否有效。在表３中，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表示该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

各项检验均支持 选 择 （ｄ）模 型 来 估 计 动 态 模 型。根 据 静 态 模 型 （ｃ）和 动 态 模 型

（ｄ）来分别计算弹性，结果见表４。

表４　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下弹性的估计结果

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 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

静态模型 （ｃ） ０．１３４　 ０．２３６　 ０．１６２
动态模型 （ｄ） ０．２３９　 ０．１７６　 ０．３３４

可以看出，模型的解释及效果较好。相对 于 “世 界—中 国”经 济 转 移 过 程 中，

关于环境传导的阶段性特征的探讨，本节更注重其存在性与传导机制的探讨。

现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对时期，国内分工体系的作用下降，而国际

分工体系的作 用 在 上 升，该 过 程 导 致 国 内 省 际 贸 易 在 增 长 的 相 对 位 势 上 发 生 “塌

陷”。① 因此，本文在理论上预期，在本期的研究时间区间内，东部向中西部的污染

转移，目前正处在相对位势上的 “塌陷”阶段。即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国际分工体

系仍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整体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向内生增长转型，很有可能导

致省际分工在相对位势上处于主导。从动态模型与静态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在弹

性效应上，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弹性分别

为０．２３９和０．３３４，证实了东西部经济联系增加带来的环境污染。通过比较国际贸易

和国内 “东—西”部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的弹性大小，可以看出，国内 “东—西”部

贸易对西部地区污染物排放增加的正向效果，甚至大于国际贸易对低收入地区 （西部

地区）污染物排放增加的正向效果。如果不通过环境政策设计扭转这一过程，新一轮

以环境治理为标的所引致的东西部经济转移过程，将加速污染的同向转移。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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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院工作论文；张少军、李善同：《中国省际贸易的演变趋势、特征与展望：１９８７—

２００７》，《财贸经济》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在ＡＣＴ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 “世

界—中国”和 “东部—西部”经济转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转移问题。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 “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中国际贸易引致型环境污染的阶

段性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的国际贸易引致型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已经发生变化，随

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迈过发展门槛，外向型贸易引致的污染正在减弱。同时，对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相关数据的检验也证实，国内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也带来了东

部向西部的污染转移，而且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东部—西部”经济转移过程中引致

的环境污染转移弹性甚至高于 “世界—中国”传导机制。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从目前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来看，控制东部煤炭消费、东部污染产业转移，以

及向西部购买电力、煤制气等措施，可能加速西部的环境污染。我国应该尽量避免

这一污染转移机制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发生。中央政府应通过政策协调，改变和减少

西部污染。这一过程需要更为审慎的顶层政策设计。中央政府需要在政策上给予西

部更多的支持，使西部在对东部的能源贡献中为自己留下相应的份额，能有更多的

资金投入环境污染治理。同时，中央政府需要协调和保证合理的能源价格，这一举

措除了可以支持西部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抑制东部不合理的能源消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西部”经济转移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政策设计更值得深

入研究。在以 “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积累了足

够的政策经验与教训，并且从财力与结构调整的角度，政策设计所面临的条件也更

为成熟。由于技术与环保观念的提升，加上东部的经验，如果监管到位，西部或许

可以避免重蹈东部的覆辙。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刻画国内 “东—西”部

贸易联系采用的铁路货运量数据，可能无法包含国内全部的省际间贸易联系。其次，

文中基于门限模型的阶段性检验可以考虑更多的门限变量，针对其机理的分析可以

展开其他有意义的研究。本文主要在于分析我国环境污染受经济发展影响的阶段性

特征，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考察环境、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交互影响，构

建联立模型，整体考察三者之间的反馈机制。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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